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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人格物” 侵权条款的解释方案
∗

———以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为中心

冷传莉

摘　 要　 《民法典》 “人格物” 侵权条款在主观要件、 侵害对象、 请求权人范围、 因果关系与损害后果等方

面未被完全廓清， 须立足本土累积的裁判经验与智识重塑该款的解释论方案。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是指对

权利人而言具有不可替代性且承载人格利益的有体物或无体物， 但须依托从裁判先例中抽取的特定物上人格利

益的社会典型公开性、 对特定物的爱惜程度、 占有特定物的时间长短、 对特殊主体的特别保护必要性等规范要

素的动态协作予以限制。 立法机关针对 “故意或重大过失” 的修改理由并不充分， 日益扩大的司法案例正在不

断突破该主观要件的教义， “人格物” 侵权主观要件应重返过错侵权责任的一般立场。 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

范围不应局限为物品所有人、 自然人或其近亲属， 宜厘定为 “人格物” 上人格利益的权利持有者。 侵权行为认

定不应困囿于使 “人格物” 发生永久性毁损或灭失的行为， 还应包括非使 “人格物” 发生永久性毁损或灭失的

行为。 汲取本土裁判智识， 因果关系认定宜采取相当因果关系观点。 “严重精神损害” 之 “严重” 要件认定仍

应循动态系统论的思路， 需要在个案中动态权衡从成文法、 最高司法机关意见及司法先例中抽取的诸规范要素

予以判定。
关键词　 “人格物”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精神损害赔偿　 解释方案

引　 言

“人格物” 是指 “与人格利益紧密相连， 体现人的深厚情感与意志， 其毁损、 灭失所造成的痛

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特定物”。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

第 ２ 款首次以立法文本的形式确立了 “人格物” 的保护，② 此类物的典型样态为死者骨灰、 坟墓、
结婚戒指、 祖传物品、 毕业证书、 父母遗像等，③ 该款系在 ２００１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

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解释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４ 条基础上修改而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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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针对 “人格物” 侵权的主观要件、 侵权行为、 侵害对象、 精神损害后果、 被侵权人范围等方面作

出了重大修改。 在自发内生的司法实践理性引导下， “人格物” 侵权条款的优缺点正在广泛接受日

益累积的本土司法判例的评估和检验：① 一方面， 司法机关不断巩固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的

主要修改方向， 并依托丰富案例提炼出有益的规范要素以填补该款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漏洞； 另一

方面， 不断累积的裁判结果也在慢慢勾勒出该条款在法律适用中所暴露出的问题， 不断突破条文本

身的某些教义， 试图重返 《解释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４ 条的规范立场。 《民法典》 施行后累积了数量繁

多、 种类复杂的本土司法裁判， 但尚未引起理论界的足够重视。 这迫切需要研究者针对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的司法适用展开一场彻底的清理工作， 以便对其查漏补缺， 明确解释难点和争议

焦点， 立足于诠释学立场的实践推理技术， 重塑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 “人格物” 侵权条款

的解释论方案。

一、 何为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一） “人身意义” 的内涵

１. 条文内涵的空洞化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之 “人身意义” 一词是我国民事立法史上首次使用的法律术语。
“人身意义” 由 “人身” 与 “意义” 二词构成， 这一新词从未出现在我国以往立法和司法解释之

中， 亦不属于我国法律术语库和日常生活语言库中的固有词汇， 作为一项新的法律术语， 其实属于

不确定法律概念， 无从获知该概念的准确内涵。
“人身意义” 一词系由 《解释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４ 条之 “人格象征意义” 演变而来， 对该词义的

把握需要首先回溯其前身 “人格象征意义” 的涵义。 但遗憾的是， “第 ４ 条” 的制定机关即最高人

民法院并未对何为 “人格象征意义” 的问题给出明确答案， 而是将其交由司法实践来解决。 “对
‘人格象征意义’ 应当如何理解， 在审判实践中可能会有疑问， 《解释》 这样规定， 意在从消极方

面限制滥诉行为。 至于积极的方面何种情形可以认为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 应由审判实践予以总

结。” 为避免司法裁量权完全不受控制， 其遂尝试提供一项关于 “人格象征意义” 认定的指引规范，
“原则上， 与特定人格的才能、 品行、 形象、 风貌乃至精神魅力有关的纪念物品， 可以认定为 ‘具
有人格象征意义’。”② 从所涵摄的对象来看， 该指引规范因过于粗放而可能囊括明显不属于具有人

格象征意义的物品， 例如， 体现某人精神魅力的穿着打扮如潮鞋、 潮包等显然不应属于具有人格象

征意义的物品。 除此之外， 其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品限制于与个人有关的特定物品， 却忽视司

法实践普遍认可的与家庭或族群有关的祖传物品、 宗族祠堂等物品，③ 显然过于狭窄。
《民法典》 将 “人格象征意义” 修改为 “人身意义”， 立法机关不主动说明 “人身意义” 的涵

义， 而是通过类型化路径划定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的外延对象。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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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 在实践中主要涉及的物品类型为： （１） 与近亲属死者相关的特定纪念物品， 如遗像、 墓

碑、 骨灰盒、 遗物等； （２） 与结婚仪式相关的特定纪念物品， 如录像、 照片等； （３） 与家族祖先

相关的特定纪念物品， 如祖坟、 族谱、 祠堂等。 这些物品对被侵权人具有人身意义。”① 显然， 此种

类型化路径不具有开放性结构， 无法应对未来不断涌现的新型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２. “人身意义” 的概念廓清

学说上关于 “人身意义” 的涵义存在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 “人身意义” 是指特定物与自然

人的人格要素、 特定身份、 品质、 才能、 人格魅力、 精神风貌等具有内在联系。② 该观点显然是延

续了 《解释 ２００１ 年版》 的制定机关即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 自然也就延续了该立场所存在的缺陷。
第二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均尝试在我国人身权 财产权二元界分理论下寻求化解之道， “人身” 一

词一般指人格 （要素） 与身份 （要素） 的合称， 与财产 （财产权） 相对应， “意义” 一词主要有两

种含义， 一是符号所表征的内容， 二是价值、 作用。 依此， 第二种观点将 “人身” 内涵与 “意义”
的第一种内涵组合， “人身意义” 的内涵是 “表征或增益人格要素或身份要素”， 进而具有人身意

义的特定物便是可以外在表征或增益某种人格要素或身份要素的物。③ 此种观点也延续了第一种观

点的错误。 人格要素一般指自然人的生命、 身体、 健康、 姓名、 肖像、 名誉、 荣誉等，④ 若按照该

观点， 则现实生活中能够表征或增益此类人格要素的物将变得尤为宽泛， 如印有自然人肖像的纸质

书、 衣服织物、 音乐盒、 保温杯， 载有自然人健康状况的体检报告， 但这些物品在司法实务中显然

很难被认定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第三种观点将 “人身” 内涵与 “意义” 的第二种内涵组合，
于是 “人身意义” 的内涵是 “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 进而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便指具有人格利

益或身份利益的特定物， “人格意义， 是在特定物中包含了人格利益因素； 身份意义， 是在特定物

中包含了身份利益因素。”⑤

本文认为， 将 “人身意义” 的内涵界定为人格利益， 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但不需要将人格

利益与身份利益并列成为 “人身意义” 的内涵。 从司法实务来看， 人格利益指不可用一般等价物进

行衡量， 代表人格尊严、⑥ 人格自由和人格发展的非财产利益，⑦ 人格利益概念完全能够涵摄司法

实践中普遍承认的权利人对特定物享有的身份利益。 自然人基于婚姻家庭关系对结婚录像享有爱情

见证、 结婚纪念的情感利益， 基于近亲属关系对死者遗骨或坟墓享有缅怀故人、 寄托哀思的精神利

益， 基于宗族关系对祖宅享有缅怀祖先、 发扬家风的精神利益，⑧ 这些通常被视为身份利益的法律

利益， 均可被解释为自然人自主构建多元化生活方式并希望获得他人尊重的人格尊严、 人格自由和

人格发展利益。
此种基于人格利益的自我决定权在美国和德国等西方文化中均获得重要关注， 它允许每个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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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私生活自决权来塑造他的个性化生活，① “关于个人自主或自由的财产可能是作为一个人所必需的

一类物品或资源， 或其缺失会妨碍归属于一个人的自主或自由。”② 同样， 德国人格权法是一部保障

人的内在自由意志的自由法律， 其中， 人类自由地、 自我负责地发展自己的个性， 每个人都能充分

地实现他作为个体的潜力， 充分地表达他所具有的独特能力和力量。③

比较法上有迹象表明， 人格利益与身份利益的并列保护模式开始转向于身份利益内置于人格利

益中进行保护的发展趋势。 以美国法为例， 美国隐私权呈现出私法隐私权与宪法隐私权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的演进过程。 １９１５ 年， 庞德将私人利益类型化为人格利益 （个人的身体和精神利益）、 家

庭利益 （即扩大的个人生活的身份利益） 和物质利益 （个人的经济利益），④ 其中， 身份利益与人

格利益相并列。 随后， 里昂·格林 （Ｌｅｏｎ Ｇｒｅｅｎ） 延续了庞德的立场， 认为学说与实务中被称为

“关系利益” 的身份利益常被贴上 “隐私权” 的标签， 由于二者存在明显差异， 所以不应该被混

淆。⑤ 然而，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 美国判例与学说开始转向为发展一个框架性的隐私权， 其

是一个总括性概念。 在这个概念之下， 包括自然人身份利益在内的各种分散的人格利益被汇集在

一起， 它们不仅指个人避免被披露私人事务的消极防御利益， 还指个人得以自由决定其私人事务

的积极自由利益。 后者代表着个人自治领域， 不仅包括结婚自由、 生育自由、 迁徙自由等典型人

格利益， 还包括抚养自由、 维持监护权自由、 作为家庭成员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自由等典型身份

利益。⑥

我国也有学者主张， 身份权存在客体空心化弊端，⑦ 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人格权与身份权

二分法在理论与实践上均难以自洽， 身份权不符合民法理论逻辑， 须将其解构为身份性人格权。 权

利人支配自己身份的目标依然是实现人格利益， 本质上仍属于人格权范畴， 运用身份人格权统辖此

类权利具有价值与规范的优越性。⑧

（二） “特定物” 的意涵

对于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 “特定物” 的含义， 《解释 ２００１ 年版》 的制定机关认为其系

特定物而非种类物，⑨ 《民法典》 的制定机关对此则未明确。 传统民法中， 特定物是指不能被其他

物品予以替代的物品， 种类物是指可以通过其他性质和种类相同的物品所代替的物。 特定物与种类

物的区分一般在债之履行意义上具有法律意义， 与种类之债和特定之债相对应， 通常由交易惯例和

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所决定。 某一物品到底是特定物还是种类物， 取决于当事人是否愿意承认交易

标的物具有可替代性特征。 例如， 对于一幅毕加索真迹 Ａ， 若买方指定要这幅画 Ａ， 此时 Ａ 便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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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Ｓｅｅ Ｐａｕｌ Ｍ．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 Ｋａｒｌ⁃Ｎｉｋｏｌａｕｓ Ｐｅｉｆｅｒ, “Ｐｒｏｓｓｅｒ'ｓ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Ｔｏｒｔ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Ｕｎ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９８ (２０１０) , ｐ． １９２６．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Ｊａｎｅ Ｒａｄｉ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４ (１９８２) , ｐ． ９６０．
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Ｑ． Ｗｈｉｔｍａ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１１３ (２００４) , ｐｐ． １１８０－

１１８１．
Ｓｅｅ Ｒｏｓｃｏｅ Ｐｏｕ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８ (１９１５) , ｐ． ３４９．
Ｓｅｅ Ｌｅ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ｌｌｉｎｏｌｓ Ｌａｗ Ｂ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７ (１９３２) , ｐｐ． ２５４－２５８．
Ｓｅｅ Ｖｅｒｎｏｎ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 Ｐａｌｍ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ｕｌａｎ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 Ｆｏｒｕｍ,

Ｖｏｌ． ２６ (２０１１) , ｐｐ． ６９, ９３－９７．
参见温世扬： 《〈民法典〉 视域下身份权的教义重述》， 载 《现代法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第 ３ 页。
参见谭佐财： 《民法典体系下身份权的消解与身份人格权的证成》， 载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第 ７９ 页。
参见唐德华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

解释〉 的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４２ 页。



　 　 　 　 　定物； 但若买方要求卖方随意交付一幅毕加索真迹， 则 Ａ 便变成了种类物。①

显而易见， 针对 “特定物” 中 “特定” 的内涵， 《解释 ２００１ 年版》 的制定机关将债法上种类

物与特定物的内涵界分迁移到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物” 概念中运用， “特定” 的意涵指按照

社会通常理解待评价物对权利人而言具有不可替代性。 例如， 死者遗骨对近亲属而言无法用其他物

品进行替代， 某一结婚戒指对商家和卖家而言可以用相同品牌和型号的结婚戒指替代， 但对于购买

者而言却无法用相同品牌和型号的结婚戒指替代。 实务中 “人格物” 也反映出其相对于权利人而言

具有不可替代性特征。② 国外有关 “人格物” 的代表性研究也采纳了此种立场， 其将现实中两种对

立物类型化为与人格联系紧密的财产和具有纯粹工具性质的财产， 分别对应人格财产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和可替代财产 （Ｆｕｎｇｉｂｌ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③

关于 “特定物” 中 “物” 的内涵， 传统民法根据某物是否为有形， 将物类型化为有体物和无

体物。 根据 “人格物” 的案例实践， 我们发现 “人格物” 的范围不仅包括死者遗骨、 毕业证书、
宠物等有体物， 还包括结婚录像、 游戏装备、 学术数据资料等无体物。④ 这表明，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中 “物” 的外延并不限于有体物， 还包括了无体物。 据此， “特定物” 的涵义便指对

权利人而言无法用其他物品予以替代的有体物或无体物。

二、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之认定规则

（一） 方法立场

在确定 “人身意义” 的内涵为 “人格利益” 之后， 接下来的任务是辨识人类生活实践中哪些

特定物对权利人而言是具有人格利益的， 以此划定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的范围。 美国法上

“人格物” 被构造为 “人格财产”， 其常见例子是结婚戒指、 自然人肖像、 传家宝、 房屋等。⑤ 法国

“人格物” 保护采取的是侵害财产权的非财产损害赔偿路径， “人格物” 体现为对自然人而言存在

象征或纪念的依恋感觉， 或者反映其过去的家庭经历， 或者因为与一个重大事件有关的特定财产，
比如珍贵的照片、 珠宝、 家具或宠物等。⑥ 我国民法中 “人格物” 的典型样态为死者遗骨、 人体冷

冻胚胎、 坟墓、 结婚照片或录像、 祖传物品、 毕业证书、 风水树、 宠物等。 然而， 由于 “人格物”
的外延必然随着社会事实的变化而动态演变， 因此需要依托条文立场、 司法案例和个案情事的综合

运用， 发展出一个认定何为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的论证方案。
若根据概念的涵摄原理去揭示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的外延，

则现实中 “人格物” 的判定将完全取决于自然人对某物的支配或管理是否具有人格利益， 进而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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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 迪尔克·罗歇尔德斯： 《德国债法总论》， 沈小军、 张金海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１０４ １０５ 页；
［德］ 迪特尔·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 邵建东译，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８７８ ８７９ 页。

参见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闽 ０４２６ 民初 ２２６７ 号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鲁 ０３０４ 民初
３３５４ 号民事判决书、 吉林省图们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 吉 ２４０２ 民初 １１４ 号民事判决书等。

Ｓｅｅ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Ｊａｎｅ Ｒａｄｉ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４ (１９８２) , ｐ． ９６０．
“结婚录像案” 参见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焦民三终字第 ００２２５ 号民事判决书， “游戏装备案” 参见湖北省武

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武民二终字第 １２３７ 号民事调解书， “学术数据资料案” 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闵民一
（民） 初字第 ３１８２ 号民事判决书。

Ｓｅｅ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Ｊａｎｅ Ｒａｄｉ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４ (１９８２) , ｐ． ９５９．
Ｖｏｉｒ Ｓｏｐｈｉｅ Ｈｏｃｑｕｅｔ⁃Ｂｅｒｇ, Ｌｅｓ ｍｏｄａｌｉｔéｓ ｄｅ ｌａ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 ｒé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ｐｒéｊｕｄｉｃｅｓ ｒéｓｕｌｔａｎｔ ｄ'ｕｎ ｄｏｍｍａｇｅ ｍａｔéｒｉｅ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ｄｅ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ｕ ｄｒｏｉｔ, ２０２１． １ (Ｔｏｍｅ ６３) , ｐｐ． ４１９－４２０．



自然人主观上对某物的支配或管理能够产生人格利益， 那么该物便应落入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

物” 的保护范围。 这意味着恋物癖患者对其拥有特殊癖好的旧鞋、 旧袜等物品也要落入到 “人格

物” 的保护范围。 但这明显不应是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的立场。 如果仅凭这一点去批评立

法机关对该款的涵摄问题是不全面的， 因为社会生活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新的事实与需求又不

断产生， 新类型的 “人格物” 会不断涌现。 立法机关不可能对现在或将来所有可能发生的社会情

事及人类需求都具有亲历性， 也不一定预先知道哪些类型的物可被该款所规制， 唯有借助 “具有

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这一开放性概念， 以期能弹性地、 演变地应对当下生活事实， 而不至于挂一

漏万。①

法律用语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 毋宁说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 其可能的意义在一定波

段宽度内摇摆不定， 需要结合该当情况、 指涉事物、 言说脉络等综合判断， 而这正是法律适用者的

任务。 法律适用毕竟是一种对向交流过程， 有赖于解释者在案例场景中将应予适用的规范予以精确

化。②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仅是立法机关提供的开放性概念结构， 需要法律适用者提供一些

限制性规范要素对该概念予以充实， 以便在实务中排除诸如旧鞋、 旧衣服等对某些人而言虽具有人

格利益但却不能被评价为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此类限制性规范要素可以在本土累积的裁判

先例中去探寻， 因为本土裁判已经总结出一套具有稳定性的规范要素群， 包括但不限于特定物上人

格利益的社会典型公开性、 对特定物的爱惜程度、 占有特定物的时间长短、 对特殊主体予以特别保

护的必要性等。 此类规范要素必然随着法律实践的发展而新生或归于消灭， 因而是动态发展的， 它

们与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内涵相联合， 最终形成了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的论证框架。
该框架能够为法官提供一套旨在辨识何为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的基本指引规范， 进而得以依

托本土裁判实践大致勾勒出 “人格物” 的范围。
（二） 从先例中抽取的规范要素

１. 特定物上人格利益的社会典型公开性

若依据自然人的主观喜好判定特定物是否具有人格利益， 则任何自然人均可宣称其对某物享有

人格利益， 进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但这会过度限制行为自由， 在被害人权益保护与行为人自由之

间造成严重利益失衡。 为此， 司法机关选择了客观评价方法， 认为特定物上人格利益必须具有社会

典型公开性， 即其必须获得特定法律文化中普通民众的承认。 如果普通民众认为对特定物的支配或

管理通常能够产生精神慰藉、 特殊情感、 寄托哀思等人格利益， 则该物上的人格利益便具有社会典

型公开性。
特定物上人格利益的社会典型公开性可通过善良风俗进行判断。 有判例认为， “基于香炉和牌

位的特殊纪念意义， 被告程 × 、 陈 × ×放任房屋内的香炉和牌位丢失， 有违公序良俗”，③ 进而应根

据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承担侵权责任。 司法机关也可以根据普通人的普遍情感判断特定物

上人格利益是否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 自然人对宠物享有的人格利益便是通过此种方式获得广泛司

法认同。④ 若待评价物上人格利益不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 则其很难被认定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

物。 在 “旧衣裤案” 中， 法院便是以 “裤子作为日常穿着的物品并不是具有给物品所有人带来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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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茂荣： 《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３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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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 鲁 １０８３ 民初 ３０１３ 号民事判决书、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 辽 ０９ 民终 ９７０

号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沪 ０１０１ 民初 ２８７０５ 号民事判决书等。



　 　 　 　 　托、 慰藉、 怀念、 纪念、 愉悦等精神利益” 为由， 拒绝认定其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① 在 “风
铃案” 中， 法院以 “并无证据证明唐某在拆除水晶贝壳帘当时知道该水晶帘对申某具有特殊人身意

义” 为由判决原告败诉。②

２. 权利人对特定物的爱惜程度

权利人对特定物的爱惜程度是司法机关承认待评价物是 “人格物” 的重要规范要素。 此种裁判

立场具有证据法意义上的效果， 若特定物上人格利益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 则司法机关一般会推定

该物对权利人而言具有人格利益。 但真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如果个案中有其他证据证明权利人并

不爱惜该物， 则司法机关会以此推翻前述推定事实， 拒绝承认该物对权利人而言具有人格利益。 权

利人对特定物的爱惜程度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得到确认， 一种是权利人是否有转让特定物的主观意愿

或行为。 若权利人尝试转让该特定物， 则法院会判定权利人因不爱惜该特定物进而对其不享有人格

利益， 由此判定该物不是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在 “宠物转让案” 中， 原被告通过闲鱼平台

达成宠物寄养协议， 合同履行中宠物狗坠楼而亡， 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但被告举

证证明宠物狗坠亡前， 原告曾在闲鱼平台将宠物狗挂出以寻找领养者。 法院据此认为， 原告与宠物

狗相处两年必然会产生一定感情， 但原告的处分行为表明其已不愿意继续饲养宠物狗， 故不能认定

宠物狗对原告而言系具有精神属性或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物。③ 另一种确认方式是权利人对特定物

的维持或寻找是否花费一定心思或心血。 在 “摩托车嫁妆案” 中， 法院认为， “原告在发现车辆被

清理后又多次、 多处积极寻找， 可见案涉车辆对原告具有一定的情感价值， 属于具有精神意义的特

定物品”。④

３. 权利人占有特定物的时间长短

从 “人格物” 的产生看， 在以宠物、 陪伴树等为代表的 “人格物” 案例中， 权利人对此类物

的占有或管理享有的人格利益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慢慢形成。 这决定了权利人

占有或管理特定物的时间长短成为司法机关认定 “人格物” 的重要规范要素。 “宠物小白案” 中，
法院认为， 原告毛 × × “能够证明其喂养 ‘小白’ 近五年， ‘小白’ 与毛 × × 朝夕相处， ‘小白’
之于毛 × ×的意义远超越一般的物品， 可比照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⑤ 同理， 在 “龙眼树案”
中， 法院也以 “案涉两棵龙眼树栽种在家门口， 自小陪伴原告长大， ４０ 余年承载着原告及家族的

众多美好记忆， 原告及家人对树木感情深厚，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为由支持了原告的精神损害

赔偿请求。⑥ 若权利人对特定物的占有时间较短， 则其一般不会被认定为 “人格物”， 有判例就是

因为原告对案涉牌匾的制作和占有时间较短而没有将其认定为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⑦ 需要

说明的是， 权利人占有特定物的时间长短这一规范要素仅在前述 “人格物” 类型中得到适用， 但在

死者遗骨、 人体冷冻胚胎等 “人格物” 类型中没有适用空间。
４. 对特殊主体予以特别保护的必要性

实务中， 某些权利人出于自身患病、 宗教信仰、 年龄和生活经历等特殊原因， 对特定物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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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被侵害后所产生的精神痛苦相较常人而言更为显著， 司法机关会认真考虑这类群体的特殊性，
进而将此种特殊性作为 “人格物” 认定的规范要素。 在 “叶 × × 与厦门 × × 宠物医院案” 中， 司

法机关充分照顾到原告的长期抑郁症病史， 以及通过饲养宠物缓解病情的特殊情况， 最终支持了原

告宠物狗被侵权致死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① 特殊主体之特别保护必要性这一规范要素突破了传统

民法中抽象人价值预设导致人性标准化进而将自然人贬斥至木偶地位的固见， 尊重经验世界中人与

人在个性、 兴趣、 需求、 经历和信仰等方面的差异， 彰显了民法 “尊重少数人权利” 的人文

关怀。②

（三） 规范要素之间的动态协作

司法机关主要通过从裁判先例中总结出的诸规范要素的动态协作， 以充实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

定物” 的概念， 据此论证具体案件中待评价物是否足以担当为一项 “人格物”。 此种动态协作关系

的意涵可在本土司法判例的有益启示之下， 借助诸规范要素之间的动态权衡予以释明。 本土裁判立

场反映出每一种规范要素各自有着不同权重， 其中， 既有判例中具有代表性的四种规范要素的权重

数值由大到小依次为 “权利人对特定物的爱惜程度” 大于 “特定物上人格利益的社会典型公开性”
大于 “权利人占有特定物的时间长短” 大于 “对特殊主体予以特别保护的必要性”。 规范要素之间

的权重数值既可为正亦可为负， 当两个规范要素的权重数值正正相遇时， 表明该两个规范要素在待

评价物是否为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的证成方向上相同。 如前述 “龙眼树案” 中， 鉴于权利

人对龙眼树上人格利益的社会典型公开性不足， 法官通过援引龙眼树对于权利人而言具有 ４０ 余年

陪伴时间这一规范要素进行补强， 由此将龙眼树判定为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当两个规范要

素的权重数值正负相遇时， 表明该两个规范要素在待评价物是否为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的证

成方向上相反。 如前述 “宠物转让案” 中， 法院认为， 若权利人对宠物狗的爱惜程度不高， 则即便

宠物狗上人格利益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 法官也不会将其判定为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基于

此， 诸规范要素在个案情事中的动态联合为法官提供了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可辩驳性的论证何为 “人
格物” 的分析框架， 在对未来生活事实保持开放性的同时， 也不至于泛化 “人格物” 的范围。

三、 侵害 “人格物” 的主观要件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范围

（一） 侵害 “人格物” 的主观要件

１. 《民法典》 的修改立场及辩驳

对于侵害 “人格物” 的主观要件， 《解释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４ 条没有对其作出限制， 因此其与一般

过错责任的主观要件相同， 即故意或过失，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将其修改为 “故意或重大过

失”。 由此， “人格物” 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仅在侵权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能成立，
但在侵权人主观上具有一般过失时却不能成立。 这引起了学者的批评， “当一个侵权人过失实施侵

权行为造成了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损害， 与一个因重大过失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了具有人身意义

的特定物的损害， 对受害人包含在该特定物中的人身意义的损害会有不同吗？ 显然不会。 因而，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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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区分是不适当的， 会出现对受害人的人身权益保护不周的问题。”① 在法国， 对于侵害财产权所致

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也仅仅是特别强调侵权人的主观故意而已， 但也没有排除侵权人的一般过失或

重大过失。② 关于该主观要件， 立法机关给出的修改理由是， “因为对侵权人而言， 自己的行为侵害

了被侵权人的物权， 自己对此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 除了遗体、 遗骨等极少数物品之外， 法律不能

一般地期待侵权人认知该物对被侵权人具有人身意义。 只有当侵权人明知是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

物’ 而故意加以侵害， 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才能要求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③ 但是， 该修改

理由很难成立， 理由如下：
其一， 在 “人格物” 侵权司法适用中， 由于特定物上人格利益的社会典型公开性是 “人格物”

的规范要素， 故 “人格物” 上人格利益本就具有社会典型公开性。 因此， 立法机关以 “具有人身意

义的特定物” 上人格利益的社会公示性不足为由， 进而欲通过设置 “故意或重大过失” 之主观要件

来弥补其社会公示性的努力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此外， 大多数人都知道除了遗体、 遗骨等 “人格

物” 以外， 坟墓、 父母遗像、 风水树、 冷冻胚胎、 结婚戒指、 祖传物品、 宗祠牌位等物品对权利人

而言也具有人格利益， 它们也同样具有典型的社会公示性。
其二， 立法机关设置 “故意或重大过失” 主观要件的另一个原因似乎仍然是可预见性规则在

“人格物” 侵权责任中的映射， 即故意或重大过失被认为能够确保行为人对 “人格物” 上人格利益

是能够预料到的， 而一般过失却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更没有必要将一般过失

排除在 “人格物” 侵权责任之主观要件之外。 一方面， 故意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人权利

造成损害却仍然为之的主观心理状态， 过失指行为人能够预料或应当能够预料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

权利造成损害， 却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料到或因为过于自信而轻信能够避免的主观心理状态。④ 从

该两个概念可看出， 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中行为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人权利造成损害， 是故

以一般过失无法保证行为人能够预料到 “人格物” 上人格利益为由， 以排除其在 “人格物” 侵权

责任中适用的做法明显站不住脚。 另一方面， 重大过失是过失的一种， 其与一般过失的区别在于行

为人违反一般理性人的注意义务的程度不同。⑤ 重大过失也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而在疏忽大意的重大过失中行为人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人权利造成损害， 故重大过失也不

一定能保证行为人能够预料到 “人格物” 上的人格利益。
２. 本土裁判对 “故意或重大过失” 主观要件的重塑

尽管立法机关将侵害 “人格物” 的主观要件修改为 “故意或重大过失”， 但司法机关对此似乎

并不买账。 在援引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时， 不断累积的司法判例正在逐渐软化 “故意或重

大过失” 主观要件的适用， 大量支持一般过失情形下 “人格物” 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且均出现在

“人格物” 典型侵权判例中。 司法机关显然已经察觉到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 “人格物” 侵

权责任的主观要件过于严苛， 而不断累积的本土裁判选择突破该款主观要件的教义， 试图重返 《解
释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４ 条的立场， 显然是对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立法失当的一般反应。

针对坟墓侵权， “赵 × ×案” 中， 被告因施工将铲车熄火后停在 ×公墓处， 并用石头卡住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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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石头因自然风化被铲车车轮压碎， 导致铲车自行下滑撞坏原告父亲的坟墓。 被告的行为显然属

于疏忽大意的一般过失， 法院仍援引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判决被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① 针对宠物侵权， “贺 × ×案” 中， 原告带宠物去被告的宠物店洗澡， 被告为宠物修剪毛发过

程中宠物突然抽搐， 被告随即送其就医， 但宠物于途中死亡， 法院以被告未尽妥善照顾宠物的一般

注意义务为由判决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② 针对家庭旧照侵权， 有判例援引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支持了被告在房屋装修过程中不慎将原告家庭旧照丢失的一般过失侵权责任。③ 当然， 也

有少数裁判严格遵循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的主观要件立场， 仅承认 “人格物” 的故意或重

大过失侵权， 但并没有成为司法主流意见。④

（二） 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范围

对于 “人格物”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范围， 《解释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４ 条将其界定为 “物品所

有人”。 换句话说， “人格物” 上人格利益的权利主体就是其上物权的权利主体。 然而， 该请求权人

范围在应对日益复杂的裁判实况时显得力不从心。 一方面， 对于死者遗骨、 人体冷冻胚胎等 “人格

物”， 法律并没有承认其上具有物权， 从而当该类 “人格物” 被侵害时， 若按照第 ４ 条的精神损害

赔偿请求权人范围， 则任何人均无法凭借 “物品所有人” 身份向侵权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另一方

面， 在以坟墓、 宗祠、 族谱、 祖师画像等 “人格物” 侵权中， 若仅以 “人格物” 的所有权人为限

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则除所有权人以外坟墓主人、 宗祠祖先的其他近亲属和子孙后代便无法主张精

神损害赔偿。 此外， 有些祖坟、 宗祠建造年代久远， 无法查清所有权人， 若以 “物品所有人” 主张

精神损害赔偿， 则几乎无人能够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为此， 司法机关针对 “人格物” 侵权精神

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范围作出了两条有益拓展路径： 针对死者遗骨、 人体冷冻胚胎等 “人格物” 侵

权， 司法机关悬置了此类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 承认近亲属、 子孙后代等对此类物享有祭祀怀念、
精神慰藉、 寄托哀思的一般人格利益； 针对坟墓、 宗祠、 祖师画像等 “人格物” 侵权， 司法机关普

遍承认所祭奠先人的近亲属、 子孙后代等对此类物享有怀念先人、 寄托哀思、 宗族文化传承的一般

人格利益， 由此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范围便不再受 “人格物” 所有权人的限制。⑤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充分吸收了以往裁判中 “人格物” 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范围

的有益拓展经验， 将请求权人范围由 “物品所有人” 拓展至 “被侵权人”。 ２０２０ 年修正的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１ 条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范围

解释为 “自然人或者其近亲属”， 其射程仍然过于狭窄， 显然是解释上的倒退。 由于精神损害赔偿

责任系侵害 “人格物” 上人格利益所引起， 因此， 该款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范围理应是 “人格

物” 上人格权的权利持有者。 “人格物” 这一对象同时为人格权与财产权的权利客体， 其上不仅承

载所有权， 而且承载人格权， 若行为人侵害 “人格物”， 则其可能同时侵害 “人格物” 上所有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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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辽宁省黑山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辽 ０７２６ 民初 ２８５３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 辽 ０９ 民终 ９７０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 粤 ０１０６ 民初 ３０３４１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粤 ０１１２ 民初 ３８２３８ 号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 鲁

１５０２ 民初 ４９４ 号民事判决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桂 ０６ 民终 １２５２ 号民事判决书等。
死者遗骨、 坟墓典型案例， 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３） 云高民一终字第 １３８ 号民事判决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 桂 ０１０７ 民初 ５８０５ 号民事判决书。 人体冷冻胚胎典型案例， 参见 “我国首例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案”， 江
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锡民终字第 ０１２３５ 号民事判决书。 祖师画像典型案例， 参见 《皇帝诰封的祖宗画像回来了》， 载
“浙江在线新闻”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ｚｊｎｅｗｓ. ｚｊｏｌ. ｃｏｍ. ｃｎ ／ ０５ｚｊｎｅｗ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０４ ／ １０ ／ ３１ ／ ００３５３１８０２.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访问。



　 　 　 　 　人格权， 所有人可以提起财产损害赔偿之诉， 人格权人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① 这表明， “人
格物” 上所有权人与人格权人是可以分离的， 二者不仅会共同指向同一自然人。 如祖坟的建造人对

坟墓同时享有所有权和祭祀先人的一般人格权， 而且会分别指向不同自然人， 如所祭祀先人的子孙

后代虽对祖坟不享有所有权， 但对祖坟享有祭祀利益的一般人格权。 “人格物” 上所有权人与人格

权人的可分离性特征， 决定了侵害 “人格物” 所生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范围可以完全脱离 “物品

所有人” 的束缚， 从而相较于 “物品所有人” 外延而言， “人格物” 上人格权的权利持有者外延更

为宽广， 能够涵括那些虽对死者遗骨、 人体冷冻胚胎、 坟墓、 祖师画像、 宗祠等不享有所有权， 但

仍对其享有人格权的自然人， 为未来复杂生活实践预留了开放空间。

四、 侵权行为、 因果关系与 “严重精神损害” 的认定

（一） 侵权行为的认定

关于 “人格物” 的侵权行为认定， 《解释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４ 条采取了侵权行为例举模式， 即直接

以例举方式呈报出 “人格物” 的侵权行为外延， 并且在该外延下有且仅有一种侵权行为， 即为使

“人格物” 发生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侵权行为。 在此意义上， 任何非使 “人格物” 发生永久性灭

失或毁损的行为均不会受到 《解释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４ 条的责难。 举一例说明， 在损害婚房的案件中，
对于因火灾损害婚房的行为， 由于婚房可以通过重新装修而恢复原状，② 所以该行为并不能被评价

为使婚房发生永久性灭失或毁损的侵权行为。③ 若按照 “人格物” 侵权行为的例举模式， 则受害人

便无法获得救济。
然而， 此种做法会不当限缩 “人格物” 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外延， 使得那些虽没有使 “人

格物” 发生永久性灭失或毁损， 但仍会给受害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侵权行为最终逃脱法律的责

难。 例如， 坟墓是我国普通民众祭祀先人、 寄托哀思的祭祀场所， 历来被当作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利

益加以维护。 出于私仇故意往别人家坟墓撒尿或吐口水的行为， 虽没有使坟墓发生永久性毁损或灭

失， 但其恶劣程度甚至重于挖掘坟墓的行为， 是民族传统意识中很忌讳的一种行为， 容易引起殴

斗、 械斗及宗族仇视情绪。④ 又如， 故意将他姓宗祠牌匾摘下来扔在地上， 会被视为对该姓先人的

大不敬， 使该姓整个家族蒙羞。 该行为虽也没有造成宗祠牌匾永久性灭失或毁损， 但仍应当被视为

对 “人格物” 上人格利益的侵害。⑤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将 “人格物” 侵权行为扭转为 “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

物”， 重新返回到传统侵权行为的认定模式， 由此 “人格物” 侵权行为仅须满足 “侵害” 要件即

可。 至此， “人格物” 侵权行为的外延不再受限于使 “人格物” 发生永久性毁损或灭失的行为， 还

包括非使 “人格物” 发生永久性毁损或灭失的行为。 如前述婚房损害行为、 在他人祖先坟墓上撒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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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冷传莉： 《“人格物” 的司法困境与理论突围》， 载 《中国法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５７ １５８ 页。
根据制定机关的观点， “人格物” 的 “永久性毁损或灭失” 是指按照社会的通常理解， 因侵权所产生的损害具有不可逆转

性的性质。 参见唐德华主编、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
的解释〉 的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４２ 页。

参见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 皖 １５ 民终 １３７３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 桂 １０３１ 民初 １６９９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 闽 ０６ 民终 １５３３ 号民事判决书。



　 　 　 　 　或吐口水的行为， 以及导致他人祖先尸骨发生散架或部分遗失的行为、① 往他人父母遗像上涂鸦的

行为等， 均可被认定为 “人格物” 的侵权行为， 进而权利人可据此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二） 因果关系的认定

“人格物” 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指侵害 “人格物” 的行为引起了被侵权人的严重精神

损害。 然而， 如何判断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相对于财产权侵权因果关系的判定而言更为复杂。 例

如， 对于结婚戒指， 如果侵权行为仅仅是造成该戒指弯曲， 按照物权侵权因果关系， 则该行为与物

权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但若按照人格权侵权因果关系， 则该行为不必然导致被侵权人严重精神

损害。 又如， 针对宠物的侵害行为， 若行为仅仅是造成宠物受伤， 则可以肯定物权侵权因果关系，
但并不必然推出该行为一定会引起宠物主的严重精神损害。 为此， 司法机关总结 《民法典》 施行后

本土裁判积累的经验， 采纳了相当因果关系的判定路径。 相当因果关系是指， 若某一行为以一种并

非无足轻重的方式一般性地提高了某一损害结果发生的客观可能性， 则该行为就是损害结果的相当

性条件。 换言之， 若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和事物的通常进程， 一个行为在通常情况下会适宜地引起一

定损害后果的发生， 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便具有相当性， 从而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②

在 “人格物” 侵权案例中， 若行为造成 “人格物” 永久性毁损或灭失， 司法机关原则上会肯

定此类行为与严重精神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原因是使 “人格物” 发生永久性毁损或灭失的行

为与被侵权人严重精神损害的事实， 属于相当因果关系的定型化事实。 若行为没有造成 “人格物”
永久性毁损或灭失， 则司法机关会运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判断侵权行为与严重精神损害后果之间是

否具有因果关系。 有案例显示， 被告为修建房屋浇筑水泥板的行为， 遮挡了原告位于房屋右前侧的

祖坟。 法院认为， 涉案坟墓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被告对原告祖坟的遮挡行为有违社会公德

与善良风俗， 伤害了包括原告在内整个杨氏后人的情感。③ 此案显然是根据善良风俗判定被告的坟

墓遮挡行为与原告的严重精神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明显采取了相当因果关系的观点。 在另

一起典型案件中， 被告将原告的宠物狗摔伤， 导致宠物狗多次手术但恢复不理想， 法院认为， 按照

一般社会生活经验， 摔伤 （但未致死） 宠物狗的行为通常不会引起宠物主的严重精神损害， 从而拒

绝了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④

（三） “严重精神损害” 的认定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中精神损害的 “严重” 要件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 若单纯以 “严
重” 的文义确定其内涵， 未免使得 “严重” 要件的司法认定变得空洞。 正确的路径是立足 《民法

典》 的条文脉络， 依据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与第 ９９８ 条的互动对 “严重” 要件的含义加以精确化。 鉴

于 “人格物” 上人格利益的侵害属于典型精神性人格权的侵权， 因此可依托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

精确化 “严重” 要件的适用。 该条规定， “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 身体权和健康权外的人

格权的民事责任， 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 影响范围、 过错程度， 以及行为的目的、 方

式、 后果等因素。” 最高司法机关释义书也作出了一套认定规则， “关于精神性人格权益被侵害的情

形， 鉴于该类人格权益很难外化且存在个体差异性。 因此， 在确定是否达到严重标准时， 应综合考

—２７１—

法学家　 ２０２５ 年第 ５ 期

①
②
③
④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 桂 １４ 民终 ８８０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叶金强： 《相当因果关系的理论展开》， 载 《中国法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６ 页。
参见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黔 ２７ 民终 ６２０６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 豫 ０４０３ 民初 ２７３２ 号民事判决书。



　 　 　 　 　虑侵权人的主观状态、 侵害手段、 场合、 行为方式和被侵权人的精神状态等具体情节加以判断。”①

其延续了 《民法典》 的立场， 并在第 ９９８ 条基础上增加了侵权场合、 被侵权人的精神状态两种因

素。 以上观之， 关于精神损害 “严重” 要件的认定， 《民法典》 与最高司法机关均采取了动态系统

论的方法。②

学说上， 有学者认为， “在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中， 对于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并非达到极端程

度， 只要超出一般的精神损害程度， 就应当认为是严重精神损害。 否则， 就会使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成为一句空话。” 该观点没有注意到严重精神损害是相较于一般精神损害而言的， 而一般精神损害

同样也是一个弹性较大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若一般精神损害的涵义不确定， 则也难以获得严重精神

损害的准确涵义。 另有学者主张， 对于精神损害 “严重” 要件的认定， 应在融贯性理论的统一指导

下， 通过法律论证理论来确定。③ 此种认定路径尽管在论证上具有客观化与理性化优势， 但仍会给

司法机关施加过重的论证负担， 实操难度亦较大。
据此， “人格物” 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 “严重” 要件仍应循动态系统论的思路， 具体而言，

在个案情事中对从 《民法典》 的条文脉络、 最高司法机关意见以及司法先例中抽取出的评价精神损

害严重与否的诸规范要素进行强弱差异化的动态联合， 由此推导出侵害 “人格物” 精神损害是否达

致严重标准的妥适结论。 此类规范要素有 《民法典》 第 ９９８ 条中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 影响范

围、 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 方式、 后果等， 最高司法机关在前述基础上新增的侵权场合、④ 被

侵权人的精神状态， 以及从司法先例中提炼出的被侵害 “人格物” 类型、⑤ 被侵权人与 “人格物”
的亲密程度、⑥ 被侵权人占有 “人格物” 的时间长短等。⑦ 在具体案件中， 通过此类规范要素的动

态权衡， 精神损害 “严重” 要件的内涵由此获得廓清。

结　 论

伴随着 《民法典》 的实施， 不断累积的本土裁判正在对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进行广泛

检验， 需要适时依托本土裁判的全景式观察重塑该款的解释论方案。 具体而言， “具有人身意义的

特定物” 之 “人身意义” 内涵应作 “人格利益” 理解， “特定” 的内涵指某物对权利人而言具有不

可替代性， “物” 的内涵不仅包括有体物， 还包括无体物。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的认定还应

结合从先例规范中抽取的特定物上人格利益的社会典型公开性、 对特定物的爱惜程度、 占有特定物

的时间长短、 对特殊主体特别保护必要性等规范要素进行动态评价， 从而合理控制 “人格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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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版， 第 １７８ 页。

参见王利明： 《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动态系统论的采纳与运用》， 载 《法学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第 １ 页。
按照该观点， 《民法典》 的既有规定、 内在价值体系等为论证提供了必要价值基础， 应将已明确的 “优位价值” 具体化为

确定的适用前提， 对于现有法律体系仍有开放之处， 根据侵权法功能、 精神损害典型特征等， 结合具体案件事实， 证成 “严重”
要件的具体规范内容。 参见朱震： 《论侵害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中的 “严重”》， 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３６、
１３９、 １５３ 页。

例如， 相对于在不公开场合打砸他人宗祠牌匾， 在公开场合打砸他人宗祠牌匾更可能构成 “严重” 精神损害。
实务中， 与自然人的人格联系越是紧密的物品， 对其侵害越有可能满足精神损害的 “严重” 要件， 如人体冷冻胚胎、 死者

遗骨等。
参见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２０２３） 粤 ０２３２ 民初 ７６８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粤 ０１１２ 民初 ３８２３８ 号民事判决书。



范围。
关于 “故意或重大过失”， 立法机关的修改理由是该主观要件可以确保行为人能够预料到 “人

格物” 上的人格利益。 但该理由不能成立， 因为过于自信的一般过失中行为人也能够预料到 “人格

物” 上人格利益， 而疏忽大意的重大过失中行为人对 “人格物” 上人格利益却是不能够预料到的。
在自发内生的司法实践理性引导下， 不断累积的司法判例正在突破该主观要件的教义， 试图重返

《解释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４ 条主观要件的立场。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范围， 由于 “人格物” 同时为人格权与所有权的权利客体， 从而其

上不仅承载所有权， 而且承载人格权， 该所有权与人格权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权利， 二者可能同属于

同一自然人或分属于不同自然人。 正是 “人格物” 上所有权人与人格权人的可分离性特征， 决定了

侵害 “人格物”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范围不必局限于 “人格物” 的物品所有人、 自然人或其近

亲属， 而应是 “人格物” 上人格权的权利持有者。
关于侵权行为的认定， 《解释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４ 条的侵权行为例举模式将导致那些虽然没有使

“人格物” 发生永久性灭失或毁损， 但会对权利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侵权行为最终逃脱法律的责

难。 《民法典》 第 １１８３ 条第 ２ 款将侵权行为例举模式扭转为侵权行为传统认定模式， 由此 “人格

物” 上人格利益的侵害行为便可以包括非使 “人格物” 发生永久性灭失或毁损的侵权行为。
关于因果关系与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 本土裁判智识通过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解决了 “人格物”

侵害行为与严重精神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判定问题。 “严重” 要件的判定仍应循动态系统论的思路，
须在个案情事中动态权衡从成文法、 最高司法机关意见及司法先例中抽取出的诸规范要素， 由此推

导出精神损害严重与否的妥适法结论。

（责任编辑： 高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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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ｓｄｏｍ．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ａｂｌ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ｒ ｎ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ｂｕｔ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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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５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ｉｍｅ ｉｎ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ｕｒｅ'ｓ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ｉｌｌｆｕｌｎｅｓｓ ｏｒ ｇｒｏｓｓ 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ａ ｅｖｅｒ⁃ｅｘ⁃
ｐａｎｄｉｎ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ｉｓ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ｏ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ｆａｕｌｔ⁃ｂａｓｅｄ ｔ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ａｎｔ ｆｏｒ ｍｏｒ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ｏｒ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ｂｕ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ｈｏｌ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ｏｒ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ａ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ｐｅｒ⁃
ｍａｎｅｎｔｌｙ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ｒ 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ｂｕ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ｄｏ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ｌｙ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ｒ 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ｍｏｒａｌ ｄａｍ⁃
ａｇ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ｗｅｉｇｈｉｎｇ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ｌａｗ, 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ｕｒｔ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Ｍｏｒ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Ｌｅｎｇ Ｃｈｕａｎｌｉ, Ｐｈ．Ｄ． ｉｎ Ｌａｗ,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ＭＩＡＯ Ｙｕ·１７５·
Ａ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ｍｉｓｏｒ ａｎｄ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 ｉｓ ａｎ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ｇｉｆ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ａ ｇ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ｏ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ｇｉｆ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ｓ ａｓ ａ ｔｒｕ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ｔｏ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ｓ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ｍｉｓｏｒ ａｎｄ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ｓ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ｏｒ ｔｏ ｒｅｓｃ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ｎｏｎ⁃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ｓｃｉ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ｓ ｐｒｏｍｉｓｏｒ ｉｓ ｎｏｔ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ｅｓｃｉｓｓ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ｓｃｉ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ｍａｙ ｃｌａｉｍ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ｌｉｅｕ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ｓ ｐｒｏｍｉｓ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 ｒｅｓｃｉ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ｂｏｔｈ ｐａｒ⁃
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ｓ ｃｏｎｓｅｎｔ． Ｉｆ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ｈ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ｓ ｃｌａｉｍ ｆ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Ｇｉｆｔ; Ｒｅｓｃ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ｉａｏ Ｙｕ, Ｐｈ．Ｄ． ｉｎ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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